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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新石器时代农、猎、渔三种生活方式的形成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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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江以南和云贵高原以东区域在新石器时代共处相似的人类生态龛。该区域内不同人群和生活方式的来

源，最初都源自该区域西部和西南部旧、新石器时代交界之际的猎民群体。这些原本同源的人群经过数次生活方式的选

择和分岔之后，在平原、山林和海滨三种不同的环境单元内，分别形成了农耕、渔猎、滨海渔业三种类型的新石器文化。

农业定居族群因生活稳定而使人口不断扩展并不断发明新技术，是新石器时代最主要的创造者和时代前进的推动者。

后二者皆为小型群体且生活方式在形成后少有变化。其中山林游猎沿袭旧石器时代的古老生活方式，而海洋文化则因

讨海生活风险最大而形成最晚。游猎族群在从农民那里借鉴和吸收技术成就的同时，又因其活动范围广而扮演着文化

传播者的角色。通过其中介作用，华南地区同源异流的三种生活方式继续交织于分合与交错的关系网络中，虽然呈现出

多样化的特色，却都拥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本底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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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gion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east of the Yunnan-Guizhou Plateau shared simi-

lar human ecological niches during the Neolithic. The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and lifestyles in the region

originated from hunter groups at the junction of the Old and Neolithic periods in the western and southwest-

ern parts of the region. After several changes in lifestyle and bifurcations，these originally homogenous

groups formed three types of Neolithic cultures：farming，fishing and hunting，and coastal fishing in three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units：the plains，the forests，and the seashore. The agricultural and settled groups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creators and promoters of the Neolithic era because of the stability of their lives，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ir populations，and the constant inven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The latter

two were small groups with few changes in lifestyle after their formation. Among them，hunting and hunting

in the mountains and forests followed the ancient lifestyle of the Paleolithic，while the maritime culture

formed last due to it being connected to the most risky lifestyle. While borrowing and absorbing technolo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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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 achievements from the farmers，the nomadic hunting groups also played the role of cultural transmitters

due to their wide range of activities. Through their intermediary role，the three lifestyles of the same origin

and different streams in South China continued to be intertwined in a network of divergent and intertwined

relationships，which，although presenting diverse characteristics，all shared a common cultural background.

Key words：Southern China；Neolithic economy；agrarian settlement；mountain forests；hunting；

coastal fishing

一、古人类的“生态龛”

近几十年，顺着考古学提供的新史料，古代历史的焦点从原本集中在黄河流域，扩展到中国各地。

长江流域以及长江以南广大地域成为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其中不仅包括楚文化和吴越文化的溯源研

究，还包括最早的国家文明起源以及新石器文化研究，甚至可一路追溯到新、旧石器之际的人类活动与

发展。研究者往往发现长江以南各地文化的面貌，虽各有特色，却都有着共同的技术与文化背景。有些

学者从政体的空间角度来解释这种现象的成因。如郭伟民在描述华南地区的空间结构时，提出“南岭中

心带”的说法，并从一个大的地理背景下观察南岭：“从云贵高原东侧的长江以南直到东南滨海，有三大

地理单元：长江中下游平原、东南滨海三角洲与低山，在它们之间则是山间小盆地与丘陵。这三大地理

单元拥有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和众多滨海小水系，构成“南方”这个概念，南方的心脏地带则在南岭。”①

这种空间描述很准确。这一山林网络向西经云贵高原直至喜马拉雅山脉雪域；向南和向东则都是

被海洋包围的陆地；向北则是开阔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在山林大网之间，则有非常宽阔的盆地。大平原、

山林和滨海，这就是郭伟民所提出的三种环境带“单元”和三种生态龛。因受地形和可穴居岩洞这种关

键资源所决定，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以“南岭中心带”的西北区域最为集中。这是因为，南部滨

海区地势较低平，对于还没有获得在开放的海洋中从事捕捞能力的猎民来说，岭南滨海平原的狩猎环境

远不如南岭山地；而且在平地上，人们很难找到诸如洞穴、岩棚一类合适栖息且安全的天然据点。

早期人类活动的存在与方式是由地形和资源决定的。旧石器时代的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都依靠山

林生活，食物来源则以四足动物的肉为主。若依狩猎采集生活方式的标准来评判，平原地带的生态环

境、植物和动物的多样性往往不如丘陵低山地带，尤其是动物在宽阔草坪地带难以藏身，所以繁殖条件

不佳，因此平时在宽阔平地活动的种类反而相对较少。

另外，从早期智人以来，人类已开发并利用岩洞。当然，以现代人的角度思考，以为岩洞是旧石器中

晚期人们的住处实际上是不合适的。因为那时他们并没有定居，总是在自然环境相同的区域内遊猎和

流动。但是，岩洞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项颇为关键的生存资源。这是因为岩洞在当时已成为猎民们休

息、聚会、治病休养的据点，而且最重要的是，岩洞提供了维持繁殖和生育安全的保育空间。犹如其他群

居动物会安排生育保护区（如狼穴等）一样，人类由于繁殖期和成长期更为长久，所以更需要安排稳定长

久的可安全生育和让小孩成长的空间，以便保护后代并使群体持续存在。当时人们在岩洞口安排篝火，

以抵抗、防护猛兽可能的入侵。

在3万至1.5万年之前的末次冰期冰盛期，人类更加强了对岩洞的依赖性。欧洲地中海地带诸山

脉，亚洲伊朗札格罗斯山脉、乌拉尔山脉、阿尔泰山脉、吕梁及太行山脉、秦岭—大巴山、武陵山脉、南岭、

云贵高原及其他山区，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洞窟遗址。其中在东亚地区内，由于末次冰盛期时华北的

环境气温很低，人类活动的痕迹多见于华南。且因为石灰岩洞多见于中国西南部，所以在中国西南部的

①郭伟民：《南岭中心带史前文化现象考察》，《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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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巴山脉、武陵山脉和南岭地带，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特别丰富，包括两广北部、湖南、贵州、湖

北、重庆等地，其中以湖南的发现最令人注目；而在末次冰盛期时华东地区（包括江西、福建、浙江等）的

人类活动遗存则相对较少。

二、东亚“蓝色革命”进程中的三个阶段

至一万余年前，末次冰期结束而气候暖化时，人类生活方式发生很大变化，这种变化普遍被称之为

“新石器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新石器革命”的主要内涵，经常被认为是农业革命①。可是，考古

资料表明，农业只是人类改变生态龛的副产品之一，不宜以农业为指标来探讨新石器革命的含义。新石

器革命的第一步，肇始于冰消期的首次气候暖化时期，当时水界进入人类生态龛中，并带来巨大变化。

因此笔者提出将新石器革命称为“蓝色革命”（Blue Revolution）②。
在东亚，末次冰盛期时期，中国西南地区是人类活动最频繁的地带。在南岭地带的西部一端两侧地

带发现不少旧、新石器文化交接之际的遗址。由于在石灰基岩地带直接使用碳十四数据断代存在一定

困难③，需要结合环境气候变化及其与相关洞穴的化石组合进行断代、考古类型学断代、陶器热释光测

年等多种方法④。经过各方面研究和全面的资料分析，笔者认为，华南地区人类新石器化的过程，经历

了以下三个阶段，而且每一个阶段似乎都以气候变化为基础：

第一阶段：随着末次冰盛期结束，地球开始暖化，在距今约1.5万年进入“博林─阿雷罗德震荡”时期

（Bølling-Allerød oscillation），这是末次冰消期快速暖化而湿润的时期，众多水网湿地开始形成。在末次

冰盛期期间形成的、已有数万年传统的遊猎生活，在新环境下面临着巨变的压力：一方面，快速暖化所引

起的大汛和洪水，会造成更多灾祸，引发诸如猎径堵塞、动物死亡现象；另一方面，如果能够避开灾祸和

风险，在已然暖化的世界，万物生机更新，水域更多地进入到人们的生态龛。若是在食物丰裕的水边取

食，一般不需要大范围遊动。一些在水边生活的人群，在相对小的区域内就能够获得所需要的食物，因

之人们减少了流动，开始半定居或全定居。随着水生和水边食物成分的增加，人们更多射猎鸭鹅，更多

尝试吃浅水里的动植物，逐渐形成对水生和水边食物的依赖性。

在此阶段，东亚地区代表性的人类生活据点，大多是在水边高岸的岩崖室洞穴里，如湖南石门燕尔

① V. Gordon Childe, Man makes himself. London: Watts & Co.1936.

②郭静云、郭立新：《“蓝色革命”：新石器生活方式的发生机制及指标问题（上）》，《中国农史》2019年第4期；郭静云、

郭立新：《“蓝色革命”：新石器生活方式的发生机制及指标问题（下）》，《中国农史》2019年第5期。

③ Tomasz Goslar et al., Foraminiferous limestone in 14C dating of mortar, Radiocarbon, vol.51, no.3, 2009, PP. 987–993;

Mark van Strydonck et al., 14C Dating of the Lime Burial of Cova de Na Dent (Mallorca, Spain): Optimization of the Sample

Preparation and Limitations of the Method，Radiocarbon, Vol.57, no.1, 2015, PP.161-171; 原思训：《华南早期新石器14C

年代数据引起的困惑与真实年代》，《考古》1993年第4期；Anna Pazdur et al., Variations of isotopic composition of

carbon in the karst environment from Southern Poland present and past, Radiocarbon, vol.41, no.1, 1999, PP.81–97; 张雪

莲：《第九章 年代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桂林

市文物工作队：《桂林甑皮岩》，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429-445页; N.I. Shishlina et al., The Catacomb Cultures of

the North-West Caspian Steppe, Radiocarbon, Vol.49, No.2, 2007, PP.713-726；郭立新、郭静云：《上古国家与文明研

究中年代学方法的反思》，《南方文物》2016年第4期。

④ Olga Gorodetskaya, Meng-Long Hsieh, Li-Xin Guo, Pak-Hei Chiu, Paleolithic-Neolithic transition and late-to-postgla‐

cial climate change in East Asia: A review of archaeological data from karst caves in southern China, Quaternary Interna‐

tional，Vol 610, 2022, PP.20-37.

华南新石器时代农、猎、渔三种生活方式的形成与互动

-- 27



洞①、湖北神农架樟脑洞②、贵州普定白岩脚洞③，等等。

第二个阶段即新仙女木时期（Younger Dryas，年代最大范围距今12800—11400年间，各地起止时间

有约200年的差异）。可能是由于在博林─阿雷罗德震荡时水位波动大，人们还没能够稳定地在低地活

动。不过，到距今1.3万年之后不久，又发生了气候干冷化的“新仙女木”事件。此时总体上水位偏低，一

些已经习惯食用水边食物的人们，下来到低地水边找寻稳定的食物来源。相应地，这一阶段遗址的环境

大体类似于从南岭向南，下到广东英德牛栏洞岩洞（以该遗址一期遗存为例）④；还有桂林大岩应该也是

人类在这个时代使用过的遗址⑤。研究者将牛栏洞一期的年代初定在距今15000年至距今14000年间，

但根据周围环境，并考虑到这些洞穴地势很低而且靠近水，故应该是在水位相对较低的时候开始使用

的，亦即它们开始被人类使用的年代应该是在干冷的新仙女木时期。

在这一阶段，除了岩洞据点之外，另在平原岗地上发现了人类生活据点或半定居遗址。其中如燕尔

洞附近的澧县十里岗遗址⑥，八十垱遗址下层遗存（约距今13000—9500年）⑦；在樟脑洞东南方则有荆州

鸡公山二期（距今13000—11000年间）⑧。
在这一阶段，那些已经习惯靠近水边活动的人群，在气候干燥化时，下到低地找寻比较湿润的角落

（多浅水的环境），或向南迁徙。如果人们选择下到低地活动，就意味着他们开始逐渐离开山林；在这些

人的生活中，射鸟和捕捞水生食物的成分会相对偏高一些。不过，在干冷化时期，植物的分布区亦会有

变化；植物分布带向低纬度的南部迁移，食草动物也跟着向南移；捕猎食草动物的食肉动物也向南移。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可食用资源变少，能继续在低地平原半定居的人群并不多，更多的人群也会跟着大

部分动物群，像它们一样向南迁徙。

在南迁的亚热带动植物中，后来对人类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是野生水稻。在全新世大暖期，其自然

分布北界可达淮河流域；但在新仙女木冷期很可能只有南岭以南才有分布，主要位于珠江流域。就此而

言，岭南地区是中国范围内最重要的冰盛期动植物避难所。

从南岭南下，首当其冲的就是位于两广北缘的石灰岩蚀余盆地，在分岔多支的珠江水系之间，或集

中或分散的古老石灰岩之蚀余峰林点缀其间。这些崩裂山脉的余峰都不高，且多为“空心”，相对高度一

般只有几十米至一百余米，而峰丛谷地边的石灰岩洞穴往往有宽阔平坦的洞室及廊道。以牛栏洞为例，

其洞顶高敞，洞内地面往深处逐渐抬高而使洞内相对干爽，且从洞壁两侧横出数层钙板，错落有致恰似

①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门县博物馆、袁家荣、龙西斌、胡建国：《石门县燕儿洞旧石器遗址试掘》，《湖南考古辑

刊》第六集，1994年；袁家荣：《洞庭湖西部平原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研究》，《考古学研究（七）》，科学

出版社，2008年，第317-320页。

②李天元、武仙竹：《房县樟脑洞发现的旧石器》，《江汉考古》1986年第3期；黄万波、徐晓风、李天元：《湖北房县樟脑

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87年第4期。

③李炎贤、蔡回阳：《贵州普定白岩脚洞旧石器时代遗址》，《人类学学报》1986年第2期；蔡回阳：《贵州普定白岩脚洞

石片的初步研究》，《人类学学报》1989年第4期。

④英德市博物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英德史前考古报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广

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岭南考古研究专业委员会、中山大学地球科学系、英德市人民政府、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

农业文明研究专业委员会：《英德牛栏洞遗址：稻作起源与环境综合研究》，科学出版社，2013年。

⑤刘晓迪、王然、胡耀武：《桂林市甑皮岩与大岩遗址人和动物骨骼的碳氮稳定同位素研究》，《考古》2021年第7期。

⑥封剑平：《湖南澧县十里岗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中石器文化及有关问题研讨会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284-291页。

⑦郭静云：《澧阳平原“十里岗”文化：东亚新石器革命的发祥地问题》，《台湾2016年考古工作会报》，自然科学博物

馆，2017年7月。

⑧田园：《鸡公山旧石器遗址》，《江汉考古》2001年第1期；刘德银、王幼平：《鸡公山遗址发掘初步报告》，《人类学学

报》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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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铺可供古人安全休息。洞口位于廊道东端，向南开口，开口位置高出山下迄今地面约11米（有路可通

洞口）。从各种条件来看，这是一个适宜古人栖息的洞穴。在洞口以南，有一条宽约25米的古河道经

过，并在东南两公里处注入北江（珠江主干之一）。该处地势平坦，南岭就像该区域的“北墙”，阻挡北来

的冷风，同时雨水从北面更高的山地，流至于此。所以，甚至在干燥时期，在这一带还是会有季节性的大

片水域或湿地存在。

在珠江流域及南岭南侧地带，新仙女木事件的影响持续时间最短，大致见于距今12300─11700年间①；

降温幅度也不如高纬度地区严重，最主要的变化在于气候变干②。在干燥时期，北江支流水变浅，在浅水中

人更容易捕到鱼并采集螺蚌；在北江边上还多有鸭鹅聚集，猎取水边的鸟也相对容易。甚至在所有小溪、湿

地或沼泽都干涸时，作为大河的北江还是能够提供足够的水量，动物们也会常来到江边上喝水，给住在牛

栏洞的人们以狩猎的机会。在石灰岩区平地孤峰中的牛栏洞岩洞遗址，此时正好形成了第一期遗存③。
第三个阶段已进入全新世早期。与前两个阶段不同的是，这一时期并不涉及人们迁徙或主动改变自

己生活方式的内容。人们继续活动于他们原来所生活的区域时，遇到了气候暖化。在前北方期（Pre-

Boreal，距今11600—10600年前）时，气温较快速地上升，连带水位也上升，气候从冰消期向温暖湿润的全

新世初期过渡。东亚地区气候暖化，首先给岭南地区带来温暖湿润的环境，约从距今11700年起，这里开

始呈现出亚热带景观；且随着温度继续上升，亚热带气候先到达南岭地带，然后缓慢地扩展到长江流域④。
这时候，活动于两广低地平原的人们，最早享受到丰富的食物，除了在山麓猎鹿、猪等动物之外，更

多地打鱼，采集螺蚌和虾⑤；在浅水和小溪中采集菱角、莲藕、莲子等。另外，在丰富水网的边缘，还出现

了水稻丛。牛栏洞二期（距今 11200—9500年）的遗存显示，水稻在此时已进入人类生活⑥。人骨碳氮同

位素分析则表明，其时人类食物主要以淡水类资源（鱼、贝等）为主，同时还有一些C3类植物⑦。该地区

最常见的C3类植物就是水稻。科学家采集大量野生稻和驯化稻的基因进行比对分析，指出最初被人类

驯化的野生稻原本栖息于珠江流域⑧。换言之，考古发现、碳氮同位素分析以及基因分析，皆从不同角

度证明，岭南地区的珠江流域很可能是人类最早开始利用和驯化稻谷的地方。

环境暖化，食物丰富化，影响到人口增长。所以，到了北方期（Boreal，距今 10900—8200年），在两广

石灰岩蚀余盆地活动的人口大量增加。当时很多便于停留的岩洞或岩棚发现有人类痕迹，如已有调查

或发掘的英德青塘、黄岩门、朱屋岩、先佛岩、吊珠岩、狮头岩等；桂林地区这种岩洞遗址也特别多⑨，目

① 黄元辉：《末次冰消期以来南海北部深海硅藻及其对东亚季风演变的沉积响应》，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8年，第73页。

②黄玥：《末次冰期以来南海及日本海硅藻及其古环境变化》，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③ 郭静云：《珠江流域早期人类活动对稻作起源的作用》，《“中国西南地区：历史、社会与文化”国际学术论坛论文

集》，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2018年3月31日。

④王苏民等：《江苏固城湖15ka来的环境变迁与古季风关系探讨》，《中国科学（D辑）》1996年第2期；覃嘉铭：《古气

候变化的石笋同位素记录研究——以桂林盘龙洞为例》，《地球学报》1997年第3期；张美良、袁道先、林玉石：《广

西灌阳县响水洞石笋的同位素年龄及古气候意义》，《中国岩溶》1998年第4期；赵传湖：《全新世东亚地区气候时

空演变及古气候定量重建》，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77-102页。

⑤韦军：《从甑皮岩遗址探析桂林新石器时代人类的渔业形态》，《史前研究》2013年。

⑥郭静云、郭立新：《“蓝色革命”：新石器生活方式的发生机制及指标问题》。

⑦刘晓迪、王然、胡耀武：《桂林市甑皮岩与大岩遗址人和动物骨骼的碳氮稳定同位素研究》，《考古》2021年第7期。

⑧ Xuehui Huang et al.，A map of rice genome variation reveals the origin of cultivated rice. Nature, vol.490, 25.October,

2012, PP.497-501.

⑨韦军：《桂林谷地史前洞穴遗址的分布及其认识》，《史前研究》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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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发掘资料的有大岩和甑皮岩等①。其中甑皮岩的发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发现：最早、最原始的土器

（烧陶温度低于200℃），也就是陶器的雏形②。
制陶技术的突破，是最能代表人类成为造物者的指标。因为它是人类最早创造的自然界原本所无

的材料，使人类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其重要性几乎可以等同于新人种出现“突变”。在旧石器生活方式

中，狩猎和采集谷类之外的食物（鸟蛋、植物根果、菇类等），都不会形成制造陶器的需求。只有当遇到小

粒谷物既不能用多孔的篮子采集，也不能用秆子穿串的问题后，人们用泥土来填补篮子的孔并晒干，日

后又想如何加速、改善晒干的过程，而尝试用火烧，从而创制陶器这种全新的人工材料③。赵朝洪和吴

小红认为，陶器的出现与采集谷类有关系④。亦有学者认为人们制造土器是为了用来煮螺、虾，如Peter

Jordan和Marek Zvelebil认为，烧陶器的需求来自人类开始采集和食用螺等水里的生物 ⑤。这两种观点

无疑都具有合理性，从历史脉络来看，目前东亚发现的最早且有坚实可靠年代学依据的陶片，出自桂林

甑皮岩一期（年代距今 11000—9500年间，图 1：Ⅱ），同一文化层中亦发现很多螺蚌壳。所以，甑皮岩发

掘者傅宪国先生也认为，古人在一万年前发明土器的目标就是为了煮螺⑥。牛栏洞也发现有陶片，且在

同一地层中伴出特别多的螺壳，另外还发现有稻属植硅石⑦。
暖和世界重新来到南岭之间的桂林走廊时，同时也扩展到南岭之间的其他盆地。一直到距今8000

年左右，华南地区的先民频繁地使用这些低地岩洞，但此后愈来愈少用。这是因为在距今8000年以后

的时代，曾发生过全球水位快速上升的波动（图 1：Ⅲ）⑧。在全新世大暖期高温多雨的环境中，华南地区

的石灰岩山洞因渗水变湿而不再适合使用。

与此同时，游猎族群已经常在南岭北侧活动；且随着气候暖化而扩展到整个南岭地带，包括扩展到那

些没有石灰岩的区域。这意味着人们已在此时逐渐离开岩洞，而在山林中使用其他做法安排栖息据点。

虽然渔猎族群在水位低的年代，不乏又有回到自然而方便的岩洞者，如牛栏洞在三期遗存（距今 9500—

7800年）之后，大约有三百多年的时间因过度潮湿而使人们暂时离开这一很方便的住所，不过又在距今

7000年前后的短暂干冷期重新回到此洞栖息（牛栏洞四期，年代距今 7500—6900年，图 1：Ⅳ）；但总体来

说，当时的人口数已超出华南所有岩洞能容纳的数量。为避免这类种群内部生态龛的竞争，人们也学会

不依靠岩洞，而安排其他类型的栖息据点，如搭建简易棚屋等，形成或短或长的栖息营地或聚落。在此后

长达数千年的生活在食物资源丰富的环境中，增加人口繁殖而因此逐渐全面开拓了华南诸山脉很多角落

或山麓地带，以及众多山间盆地；湘江流域的千家坪文化和沅水流域的高庙文化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桂林市文物工作队：《桂林甑

皮岩》，文物出版社，2003年。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桂林市文物工作队：《桂林甑

皮岩》，第59页。

③郭静云、郭立新、范梓浩主编：《考古侦探》，交通大学，2018年。

④ Zhao, C., Wu, X., The dating of Chinese early pottery and a discussion of some related problems, Documenta Praehistori‐

ca, Vol. 27, 2000, PP.233–239.

⑤ Jordan, P., Zvelebil, M. Ex Oriente Lux, the prehistory of hunter-gatherer ceramic dispersals. In Jordan, P., Zvelebil, M.,

eds., Ceramics before Farming: The Dispersal of Pottery among Prehistoric Eurasian Hunter-Gatherers. Walnut Creek:

Left Coast Press, 2010, PP. 33–90.

⑥傅宪国：《岭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考古学研究（九）》，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37-48页。

⑦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岭南考古研究专业委员会、中山大学地球科学系、英德市人民政府、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

会农业文明研究专业委员会：《英德牛栏洞遗址》，第122页。

⑧郭静云、郭立新：《论稻作萌生与成熟的时空问题》，《中国农史》2014年第5期；郭静云、郭立新：《论稻作萌生与成

熟的时空问题（续）》，《中国农史》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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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全新世北冰洋海平面波动趋势①

气候暖化给人们提供更多新机会和新选择（图 1）。如之前已下到平原活动的人们，遇到气候愈来

愈暖，或许同时也遇到大洪水而不能继续在某地生活，如那些曾经下到长江主河道边上的类似于江陵鸡

公山的人群；或在地形稳定的地区能够继续发展那种逐渐习惯了的定居生活，如那些曾经下到洞庭平原

且在人类历史中，首次发明了农耕聚落这种生活方式的人群。后者在其后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开

拓了武陵山脉以东、武夷山以西、南岭以北的长江水系各大平原区。还有些人群致力于发展捕捞生活，

因此愈来愈向大水域迁移，从而开拓了河湖与海洋等水域边疆。这样一来，山地、平原、滨海地带，都变

成人的生态龛。

也就是说，在气候暖化的背景下，从云贵高原东侧山岭及南岭两侧出来的人类大量繁殖，从而全面

开拓了南岭之南、北两侧的低山地带；另又开拓了长江中下游平原；还顺着河流而下，开拓了珠江、钱塘

江、长江等流域的冲积平原和三角洲，到达东部和南部沿海边缘地带。以上三类生态区，即郭伟民所称

之“南岭中心带”的“三大地理单元”。

三、华南“三大地理单元”和新石器三种生活方式

低山、平原、沿海，这不仅是“三大地理单元”，也是新石器时代三种生活方式的涯分。其中，低山是

新石器时代人类生活方式的发祥地，在山麓丛林里人们延续着源自旧石器时代的生活，且享受丰富渔猎

采集物的暖和世界。因为他们没有改变自己的食物和生活模式，所以基本上不需要创新。而开拓平原

和开拓海边的人群，因为改变了生活模式，所以有很多创新和发明，包括有目的性的发明，以及在追求其

它目的时，偶然获得的伟大副产品。

（一）在低山丘岭游猎与下山出林到平原河湖边定居的分岔

如前所述，人类在新石器时代的起源与创新，滥觞于万余年前少数人群扩展其食物来源和获得食物

①北极海洋地带线最长是在俄罗斯领土里，因此采用俄罗斯北极南极地带研究所研究成果，参《据北极地带湖潭沉

积层研究北极南极古气候电子资料库》（Электронная база данных "Палеоклимат Арктики и Антарктики на

основе изучения озёрных отложений"）http://www.aari.ru/resources/m0037/index.php；Анисимов М.А., Иванова В.

В., Пушина З.В., Питулько В.В.，“Лагунные отложения острова Жохова: возраст, услов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и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палео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й региона Новосибирских островов. ”Известия РАН. Серия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 5, 2009, cc.107-11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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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第一步，肇始于末次冰盛期之后的气候暖化时期，水界进入人类生态龛中。在此基础上，有些

人群生计方式不变，继续以陆生动物为主要食谱。在这种情况下，只是在更为丰富的世界中继续游猎而

增加和繁殖人口。但有些人群的食谱却开始多样化，这是第一个分岔处的选择。在那些冒险尝试新食

物的人群中，其中又有少部分开始食用更多的鱼和螺蚌等水生动物，也多吃水边的鸟类。这些选择了以

捕捞、射禽维生的族群，随着其生活方式的发展，有更多的机会减少流动。

这种机会再次提供了新的选择：在水边捕鱼的同时，是继续保持原来的游猎生活习惯和食物来源，

还是冒着食物不足的风险而减少游动，选择在食物丰富的水边长期生活？这种选择又成为人类发展的

分岔处。若是选择后者，即选择在那些水流平缓宽敞、水生动植物资源丰富多样的区域里，尝试吃该地

各种可吃的食物（食物广谱化），这样的尝试使他们能够同时且必须减少游动，并在水边明亮的平原上建

设栖息据点，逐步开始半定居或全定居的生活。当然，绝大部分人不敢轻易改变自己既有的生活模式而

定居，但也有少数人群选择创造一套全新的生活。

东亚地区新石器早期资料足以证明，人群下山出林的目标是捕捞和采集水生及水边生物。因此，选

择定居的人群，根据他们的经验选择靠近山陵的水边平原。由此以来，逐渐开拓第二种“地理单元”，即

山脉间的低地平原。从考古资料可知，最早被开拓的就是洞庭平原。也就是说，当时对山侧地带环境最

关键的需求，是水源丰富且聚集了丰裕食物资源的地方，这种地方往往是禽兽鱼鳖的天堂。鱼多，鸭鹅

也多，森林动物也经常出来喝水，其中野猪和鹿特别多；并且，由于早期人类没有浮水工具，不能下潜到

深水捕捞，所以浅水区的食物资源就特别重要。

华南地区浅水泽地经常有很多龟鳖、虾蟹和螺蚌，还有莲藕、菱角、芡实等，边上还有野生稻生长茂

盛，野鸡等鸟类也出来吃稻谷和交尾。所以，人们从诸如云贵高原西缘、武陵山脉、雪峰山脉、南岭两侧

山地丘陵地带下山出林，寻找食物丰裕的浅水泽地。

因应捕捞发展的需求，在竹、木足够的华南地区，人们开始制作竹筏和木船（独木舟），以及发明相关

的工具（如磨制石锛）；又用水边的芦苇或麻，制作渔网。这样一来，人们创新和发明了成套的依靠水域

谋生的技术和工具，使其能够更加稳定地生活于平原。

选择在食物丰裕的水边环境定居的人们，进一步尝试自己生活范围中的其它可用食物，其中也注意

到谷类（野生稻），开始采集及酿制低度数的甜酒①。从捕捞鱼虾到食用谷类，此乃人类新石器化的“突

变”、人类历史重大转折的核心意义所在。而且采集及加工谷物的需求，促使人们发展陶器。煮螺对陶

器品质的需求不如食用谷类那么高，所以在水边发明用湿粘的泥土制造土器之后，因食用谷物的方式

（酿酒、煮粥等），进一步促使人们创造不同的器型，并提高烧陶温度。换言之，陶器的发展离不开在平原

活动的人们采集细小谷类且稳定生活的背景。这些都是开拓平原的人们的伟大创作。

来到这一步，这些到平地栖居的人群，又面临新的选择：是否只是停在浮水捕捞及射鸟，而享受在暖

和自然中继续开拓溪河湖滩，发展射猎、捕捞、采集等混合生计模式的游动或半定居生活？或者是加强

发展捕捞生活，在浮水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发展浮水工具到深水去捕捞，进而开拓水生动植物最丰富的

淡水与咸水交界区：如到长江、珠江、钱塘江三角洲栖居，即选择以渔业为主，以农作、狩猎为辅的生活？

或者是决定定居，继续生活在淡水丰富的平原，而致力于加强稻作驯化与耕种，即选择以农业为主，以渔

业、狩猎为辅的生活？这三种生活方式的分岔就在于此。

那些选择继续发展平原农耕生活的人们，因为空间大，并随着技术发展，收获的确定性逐渐变高，生

命风险远低于在海边从事捕捞业的人群。所以，在暖和的长江流域大平原，社会发展得很快，人口大量

增长。且经过漫长的发展，在富饶的平原地区定居的渔民转身为农民后，当然也并没有放弃吃鱼和其他

淡水动植物，饭稻羹鱼，且可能进一步驯化了鸡鸭等禽类，也发展出其他相关技术。

①刘莉：《早期陶器、煮粥、酿酒与社会复杂化的发展》，《中原文物》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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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亚地区，从捕捞鱼虾和射猎水禽到农业这种成套新生活方式的最早开拓者，乃是在洞庭平原西

侧澧阳平原上，直接传承自十里岗文化的彭头山文化（距今 9800—7800年，以彭头山和八十垱两个遗址

为例，图2：8、6）①。
何故是彭头山文化创造了稻作农业生活？此史实，既可以说是基于一定的偶然性，不过也基于成套

的客观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空间和旧石器末期人类生态龛的因素，即由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东亚，

人类多集中在靠近长江中游水系大平原西侧，南岭的西端，武陵山脉东侧一带，这些人若是下到平原地

区，首达之地必然是珠江流域、湘沅流域以及长江中游的洞庭平原。可是，由于该地域水系很发达，大汛

期和洪水是难以避免的常见之事，所以对于当时还没有治水经验、设施和技术的先民而言，这种大区域

内的平原和山间盆地还没办法提供稳定的生活条件。只是在长江中游大平原的边缘区，总会有一些地

形相当稳定的角落，这些角落既可以避开暖化期经常爆发的洪水风险，又不像长江下游地带那样深受海

潮及海侵、海退影响的风险②。最后，再加上其他成套因素，如洞庭平原西部澧水两岸均有很多隆起的

岗地，足以避免被洪水淹没；而且澧阳平原上略微高起的岗地众多，岗地四周则环绕着低洼的浅水沼泽

区；这是一种有利于初出山林至水边栖居的微观地貌环境。

对长江中游的考古研究表明，洞庭平原西侧的澧水下游一带，从旧、新石器之际的十里岗文化开始，

已初见在水边岗地上的小聚落，这是半定居和全定居生计的萌生。这些人因为依赖水生食物资源，不得

不邻水而居，并在这种环境中认识了稻谷而逐渐发展出稻作农业。在相对容易治水的生态龛上，处理水

与居地的关系便成为择址营居的重要考量。这些原因可能总体影响了东亚地区那些在前文所述分岔路

口选择了定居的人们，惟有在洞庭平原的西缘才能够长久而稳定地生活下去，故也有足够的时间试探不

同的食物增量，最终驯化了水稻。换言之，东亚人类创造农民生活的分岔，是从长江中游开始的。

洞庭平原新石器考古研究进一步表明：十里岗文化时期在岗地上的人类活动面上已发现有水稻植

硅石③。在此基础上，彭头山文化成为最早的稻作文化。并且，长江中游的农耕社会，从彭头山文化起，

经过皂市下层文化（距今 8200—7000年间，以坟山堡、胡家屋场、皂市等遗址为例，图 2：9、10、11）、汤家

岗文化（距今 7000—6000年，以汤家岗遗址为例，图 2：12），表现出了完整而一脉相承的进步过程。其中

汤家岗文化，已表现出相对成熟的农业技术和稻作农耕社会形态。此时已从早前那种虽有农耕但仍包

含较多广谱攫取采食成分的混合经济状态，发展到颇为单纯地以稻谷为主食，以稻作为主要生计的阶

段。在稻作生活发展的同时，建筑技术、聚落结构以及制陶技术迅速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总体言之，

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时代早期文化发展呈现出不停更新和发展而不停滞的状态。

（二）内河浅湖边平原定居或在三角洲与海边定居的分岔

不过，前文已提出，新石器初期的人类面临三种选择：继续游猎，定居而发展农产，或者发展渔业。

也就是说，在低山游猎或在平原定居耕作这两种族群之外，另还有一些人群，虽然离开了山区，却也没有

稳定地在平原生活，而是循着浮水和捕捞技术发展的路径，迁移到水生动植物更为丰富的大江、大河的

河口、三角洲及海湾等滨海地带。他们汇集当时人类所累积的各种先进技术，致力于加强造船与浮海能

力，并为了在潮间带或在海边低地长期生活，学习使用干栏式建筑及其他一些技术，最终冒着波涛汹涌

的海洋上的众多风险，创造了滨海生活方式。

根据对自然堆积和考古遗址的互补研究，中国大约直至距今7000年，才累积起足够的经验而能够

开拓海边。迄今所知滨海地带年代最早的遗址，在东海边有位于钱塘江口今杭州萧山湘湖底的跨湖桥

①郭静云、郭立新：《神农神话源于何处的文化记忆？（上）》，《中国农史》2020年第6期；郭静云、郭立新：《神农神话源

于何处的文化记忆？（下）》，《中国农史》2021年第1期。

②郭静云、郭立新：《论稻作萌生与成熟的时空问题（续）》，《中国农史》2014年第6期。

③裴安平：《史前广谱经济与稻作农业》，《中国农史》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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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距今 7300—6800年，图 2：13）①，接着又有位于太湖以南至今钱塘江湾之间的古海湾边的浙北桐乡

罗家角遗址早期（距今 6800—6300年，图 2：14）②，以及位于古姚江海湾边的河姆渡文化遗址群（距今

6900—4900年，图 2：15、16）；而在南海边的珠江口附近则有深圳咸头岭遗址（距今 7000—4300年，图 2：

17），以及周围众多贝丘与沙堤遗址群③。
从上可知，从一万多年前人类下到南岭地带，到了约距今7000年，人类已全面开拓了华南地带的

三种环境单元，形成了遊猎和浅水渔业等狩猎捕捞采集经济；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定居农业

及海边捕捞渔业。这三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可分别称之为山地遊猎文化、平原定居农业文化和滨

海海洋文化。

图2 华南遗址地图

（1．燕尔洞 2.樟脑洞 3.牛栏洞 4.大岩 5.十里岗 6.八十垱 7.鸡公山 8.彭头山 9.坟山堡 10.胡家屋场 11.皂市 12.汤

家岗 13.跨湖桥 14.罗家角 15.田螺山 16.河姆渡 17.咸头岭 18.千家坪 19.大塘 20.高庙 21.下湾 22.松溪口 23.征溪口）

滨海海洋文化形成的时代最晚。沿海生活方式在分岔和初始形成的时候，海洋文化借鉴和吸收了

当时几乎所有的先进技术，人们用所有的经验、技术和能力去克服大海所带来的风险。以跨湖桥遗址为

例，他们发展靠近水边的干栏式房子，制造能够在近海活动的独木舟；除了吃淡水鱼获之外，也能获得海

获。同时，跨湖桥人的陆地狩猎活动也很有规律，采集活动也很丰盛。在他们所掌握的技术之中，还包

括有粗放的稻作和酿酒。跨湖桥的石质工具、骨器等，在同时代可归入到发达甚至先进之列。跨湖桥的

陶器又薄又坚硬，甚至发现已有用到慢轮修制的技术。在比跨湖桥略早的年代，只有在洞庭平原的皂市

①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文物出版社，2004年。

②现今罗家角不在海边，但其位处连通太湖和杭州湾的古海湾边；参罗家角考古队、姚件源：《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发

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编著：《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42页；张明华：《罗家角遗

址的动物群》，《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第43-53页；张福康：《罗家角陶片的初步研究》，《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

刊》，第54-56页。

③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深圳咸头岭——2006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3年；另参李海荣：《珠江三角洲地

区沙丘遗址地层的划分：以咸头岭遗址为例》，《南方文物》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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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层文化中期（距今 7800—7400年）才偶而开始用慢轮修整陶器①。比较可惜的是，跨湖桥文化只存在

了300至500年，之后在海浸之下灭绝，因此看不出该文化完整的发展和演变轨迹。与其时代相接的浙

北罗家角遗址早段，也有相同的海获，但该遗址主要位于岗地上，并没有干栏式房屋，制陶技术也不如跨

湖桥。

又以河姆渡文化为例，在其下层文化阶段（约距今 6800—6300年），其文化发展程度已然达到该文

化的最高水平。河姆渡文化在其后续近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再也没有出现过比跨湖桥文化更发达

的技术。

而南海边的深圳咸头岭文化，在其早期阶段即已全面发达，不仅是浮水和捕捞技术稳定，陶器也不

亚于同时期最发达的洞庭平原汤家岗文化。但是在南海渔民文化后期延续的过程中，再也看不出其进

一步的发展，在其生活中的某些次要技术方面甚至出现退化现象。如咸头岭一段（距今 6700—6500年）

陶器很坚硬，烧陶的温度高；二段和三段（对照其它遗址可知其年代为距今 6500—5800年）的陶器没有

很大变化，技术、器形、纹饰基本一致。但是到了四段（对照其它遗址可知其年代距今 5800—4900年），

大部分陶器器形仍然相似，缺少变化，而且烧陶温度更低，火候不均匀。五段（距今 4900—4300年）的陶

器也大体跟四段一样。该地区滨海遗址甚至到了商时代，很多情况仍然跟前期一致。

上述情况表明，海洋边渔民的生活或海洋文化一经形成，即表现出长期少变的特征。这是因为海边

的生活远不如内地河流边安全。

在旧石器时代，人们早已在低山活动，并下到平原采集；或在河流高岸上等待野兽出林喝水的狩猎

良机，如以澧县平原边上的乌鸦山旧石器地点为例②。笔者实地考察后发现，该地点恰位于林边陡崖高

处，从此地点可以俯瞰整个宽阔的道水河平原（澧水支流），猎民从此瞭望点可方便地观察鹿群出林喝

水，鹿群喝饱而身体变沉重后难以走快，只能慢慢回到山林，猎人们可以趁此良机射猎。

对内陆平原并不陌生的人们，可以逐渐试探平原上的生活，也可以随时回复到山林狩猎。换言之，

人们开拓平原是一种漫长过程，允许很多人群季节性地下到平地和回到山地，未必一定要先掌握进步的

建房、治水等技术，才能在陆地平原上活动。所以人们有足够时间慢慢试探和选择。但是，为适应在海

边的生活，却需要事前就掌握和具备较为全面的经验和技术能力，才能做出这种抉择。如果准备不足而

匆忙来到海边生活，只能望海兴叹或在海浪冲击下死亡。因此那些能够成功地在海边生活者，毫无疑问

是当时掌握了最先进技术的人群。但是到了海边之后，渔民的生活变化很慢，由于海洋风险高而致技术

升级难，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沿袭已有的文化，一代接一代。

（三）小结

据上可知，从长江以南到南岭，再到珠江三角洲和南海；又从武陵山脉、桂林向东至东海，在这一广

大区域内的人类，最早都源自南岭西段山区和武陵山脉（或云贵高原）东侧一带。下到肥沃平原的人们

创造了新石器生活方式，发明了稻作农业，创造了全新的定居农业生活方式及农业文化。顺着河流来到

海洋边的人们则创造了海洋生计和海洋文化。其他那些未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人们则继续在低山游

猎，且享受新石器时代暖和的世界与变得丰富多样的环境，同时也吸收农民和渔民创造的新技术，借鉴

其经验和能力，形成新石器猎民文化，如湘南千家坪文化（距今 7800—5500年，以千家坪、大塘遗址为

例，图 2：18、19）和湘西高庙文化（距今 7400—4500年，以高庙、下湾、松溪口、征溪口遗址为例，图 2：20—

23）。这些猎人在新时代，除了继续原来的狩猎和采集外，也开始吃螺虾，在浅水地带捕捞，季节性地采

①王文建、张春龙：《湖南临澧县胡家屋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3年第2期。

②封剑平：《澧县乌鸦山旧石器遗址调查报告》，《湖南考古辑刊》第7集，1999年；袁家荣：《洞庭湖西部平原旧石器文

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研究》，第318页；李意愿等：《湖南澧县乌鸦山旧石器遗址2011年发掘简报》，《江汉考古》

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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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野生稻，使用陶质的炊器，甚至会酿米酒；但依然还不事生产，不安排长期稳定的聚落，一般情况下也

不超出自己所习惯的低山环境。

在低山、平原及沿海地带这三种空间单元中，平原农耕人群长期定居，不迁移；如果迁移，则意味着

原有的定居生活崩溃。沿海地带的人群也定居在江河入海之处，愈来愈远地出海，甚至停留在海岛上，

先经常回陆地边带来收获、休息、生育和补水，而接下来甚至逐渐开拓了有淡水来源的海岛长期生活。

而在低山采集游猎者，他们在华南诸山脉间流动，犹如血液一样流淌在华南大空间的血脉中。南岭是长

江以南连结整个大区域的基础和关键环节，通过南岭的大小猎径将各地定居、半定居的人群结合为一个

跨区域、跨族群的社会文化互动网络。由于采集遊猎人群的流动性高，逶迤连绵的山脉走廊、溪河之蜘

蛛式的交通网，都是猎民和采集者们维系生存命脉的路径。在这些地区不断迁移而采集狩猎和营居的

人群，可能会在短时间内从武陵、雪峰山脉移到罗霄、九岭、黄山、武夷、怀玉、仙霞诸山脉。所以整个新

石器时代，正是这些猎民群体，扮演着文化传播者的角色。这便是本地域广阔范围内出现大体相似文化

的时代背景。

也就是说，原本同源的三种生活方式，在演化路上出现多次分岔之后，又通过以南岭为主脉的传播

路径，通过猎民群体的中介作用，继续交织于分合与交错的关系网络中，一起表现出同源和多样化的华

南文化体系。

四、华南新石器三种生活方式的异同与交错

在上述“三种生活方式”中，山区游猎是源自旧石器时代的远古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一方面，

不去主动掌握、改善自己的生活空间，不主动生产，而是顺其自然地获取食物；另一方面，凭借古老且少

变的生活经验，而在其精神文化里蕴含着古老的传统，使得其精神文化及以此为基础而塑造出来的形象

颇为深刻，千家坪和高庙陶质礼器上的图案便是例证①。与此相对的是，在精神文化方面，新创的农耕

文化或海洋文化，由于还处于萌生阶段，尚未累积起深厚的文化内容。为适应新生活所需要的新规定和

新禁忌也都还处于形成过程中，对吉和凶的理解，认定的祭祀对象和祛除对象，也都还需要时间来积淀，

直至形成新的传统。所以，在新石器早中期历史阶段，反而只有那些传承自旧石器时代的游猎生活传

统，才可见到深刻古老的内涵。

所以，平地农耕文化以及江海渔业文化，相对于山区游猎文化而言，都很年轻，并没有累积那么多经

验和传统，尚未形成完整的、系统化的观念和形象。但是，江海渔民文化，虽然最年轻，大概也只有7000

年的历史，却在起源时就掌握有当时最先进的文化技术，不过自其起源以来，就一直过着数千年少变的

生活。在这方面，最古老的山地游猎文化与最年轻的海洋文化颇为相似。

换言之，在三种“地理单元”中，在海拔最高的山丘与在海拔最低的海洋，都有两种自始变化最少

的生活方式：猎民或渔民文化。他们都是小型群体组织，在山丘或在海里流动而不时回到原地，生活

内容一代代传下去；所以猎民或渔民的精神文化与生活内容一样，在时光流淌中文化面貌却变化不

大。并且这两种生活方式，都需要面对很多风险，如猛兽和鸷鸟，海浪与鲨鱼等。对在海边生活的人

们而言，最大的风险源自海；但在靠近山区的海边，猛兽也会来临，如跨湖桥、河姆渡遗址都出土有华

南虎骨（当然虎骨的数量远不如鲨鱼骨那么多）。在风险与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海洋渔民文化的精神

①郭静云、郭立新：《千家坪礼器图像造型规律及信仰意义》，《民族艺术》2023年第5期；郭静云、郭立新：《华南新石

器猎民“日兽”信仰原型考》，《南方文物》2023年第5期；郭静云、郭立新：《千家坪信仰传衍的蛛丝马迹》，《美术大

观》2023年第10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尹检顺著：《凤舞潇湘：桂阳千家坪出土陶器》，故宫出版社，2020

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洪江高庙》，科学出版社，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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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质快速形成，而几千年少变。

只有山与海之间的陆地平原生活，才比较安全，这是人们主动创造出来的安全而稳定的家乡。在稳

定安全的生活中，经验逐渐累积和增长。在累积经验之后，平原农耕民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神文化。

实际上，农耕定居生活创造了很多精神文化，每个区域，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色。所以，农耕定居生

活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多形多貌，具有深刻的在地特征，并且因时而变。

当然，新石器时代的猎民文化虽然深刻而古老，但与旧石器时代的猎民文化相比，却已有很大差

异。这是因为，经过漫长的历程，新石器生活方式的开拓者们所发明的那些新技术，及其所创造的新兴

生活经验，逐渐被继续游猎的族群不同程度地吸收。有些族群则只吸收某种陶器技术但不定居。有些

族群开始半定居，并以捕捞、采集或耕作搭配狩猎生活。有些族群完全不耕作，而且在全新世暖化的环

境中，其采集的成分也变得更高，但在文化的其他方面却基本上新石器化了，其甚至会安排聚落，用采集

的谷类酿酒。

这样一来，就在旧石器游猎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石器化的采集渔猎生活”。又由于转化的程度

不同，而形成面貌多样且各具特色的华南新石器渔猎文化。这一类文化的精神面貌均体现出以下两种

特征和组织成分来源：第一是源自远古的猎民传统；第二是新生活所带来的新成分，而且这种新成分又

皆来自下到平原定居的人类的创作。是故，所有新石器化的采集渔猎文化，除了自身根植于远古的狩猎

精神外，文化的其他成分大多又是源自于新石器文化的创造者，即定居的农耕文化。

新石器化的山丘渔猎，以及滨海渔猎两种生活方式，虽然形式不同，所在空间单元的生态龛也有差

别，但却有一些共同之处，如前文所指出的风险性和文化内容长期不变的特点。二者都是攫取性的生计

方式，所以其结群生活的社会规模总是不大。并且，除了他们生计最需要的经验和技术之外，其他技术

可能根本就不用，或者只是简单地学习或模仿农耕文化；并且在吸收之后，若没有生计方面的需求，可能

不会自行创新和发展，甚至不太会跟着农耕文化即时同步更新。

以制陶技术为例，渔猎文化所做的陶器，无论形制还是制法，几千年内大多停留在最初学会的那个

阶段，少有变化。如高庙文化是典型的山麓渔猎族群，咸头岭则是典型的滨海渔业文化，此二者的陶器，

都有如此表现。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种因素：

一是需求的问题。行渔猎生计的渔猎民主要是用烤的方式加工食物，对陶器的需求不如农耕民高，

对于陶器品质的要求也没那么讲究。比较各地渔猎民所用的陶器，一般是手制，少用陶轮，烧陶火候既

不高亦不均衡。这表明他们经常是在开敞的火堆上烧陶，追求简单的烧制技术，少有做专门的陶窑，因

为这种陶质已足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二是专业人员不足的因素。制作更发达的陶器需要专业化生产，需要专门研究不同泥土及掺和料

的搭配方式，需要想办法安排均衡的高温烧成环境等。而渔猎民社会群体规模小，绝大部分人参加基本

谋生，其他专业人员有限。其社会足以维持用旧法简单地制造陶器，却不足以创新。

三是生活不稳定的因素所致。他们没有长期而稳定的聚落安排。与专业化烧陶有关的固定设施与

装备、材料来源及新材质试验条件，都严重不足。

在前述三个方面，农耕生活对陶器的需求以及制作陶器的稳定条件，反而都齐全。首先，农作物大

多不能直接烤食，只能酿、煮、炖、煎、蒸，所以需要发明耐火、高密度、低渗透、坚硬、薄胎等各种陶质器物

以满足不同的功能。而农耕聚落生活稳定，随着技术成长而使直接参与食物生产的人口比例愈来愈低，

不仅便于发展制陶技术，其它分工和专业化知识也相对容易逐渐累积而成。

不过，对于平原农民而言，如何创造平原新生活也是新课题，特别是在初始阶段曾经历过很多挑战，

需要不断创新和适应。一方面，能够发展稻作的环境一定是湿润肥沃之地。但是，在这种环境内不仅有

水稻，各种水生陆生动植也都很丰盛。如彭头山文化的人们，除稻谷之外，另有吃粟、豆、菜、莲藕、莲子、

华南新石器时代农、猎、渔三种生活方式的形成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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菱角、鱼禽、虾蟹、龟鳖和各种根果与菜叶。依长江中游的气候和土壤，秋冬枯萎的根茎在来年仍会开

花。这给人们提供自信，相信可以稳定生活而能克服所遇到的临时困难。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开拓、

掌握新的生活空间之后不欲再流动，就并不会仅仅顺其自然，而是要配合自己的需求，主动改善自己

的“领土”。

如彭头山文化的人们，为了能够安全地在河岸或低地边缘生活，就在四周挖壕沟以防御猛兽。另

外，他们砍树、平整地面并建常住用房。他们制造磨制石锛、石斧，用于制舟。他们用芦苇、藤、麻编织渔

网，以及做绳子、席子。因为在平原定居的人减少了狩猎活动，彭头山人的肉类食物主要源自捕捞渔获，

射猎并驯养水鸟。又因缺大型猎获，所以也没有兽皮可用来制衣，所以彭头山人还发明用麻线织衣。

这些开始定居生活的人，在自己的区域内获得各种食物和资源；除肉类之外，也食用各种水生及陆

生植物，另也特意保护和照顾野生水稻以酿酒。为了这种目标而治水，保护与照顾（除草、播种或驱赶采

食动物）水稻丛：除杂草、驱赶食草动物、采集稻谷用来酿酒，并选择部分稻谷过冬后播种。由于长期住

在一地，足以专心了解该地植物生长周期，确定稼穑规律，最后发明了水田耕作技术。而为了酿酒味道

的清纯，人们尽量改进制陶技术，寻找最好的泥土和制陶法，以便能做出陶胎坚硬、密度高而渗水率低的

陶器，以便炊煮和盛食。因此从游猎人群的角度来看，早期农民的生活实在辛苦、务实且单调。但是这

种生活有较稳定的食物来源，相对安稳。

将上述三种生活方式进行比较，可得到以下启发：农业文化生活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及保障能力，促

使人口扩展，而后者又反过来促使技术与文化不停地更新。狩猎和渔业生活的安全性远低于农耕，攫取

性的生计方式不能提供生活保障，而无限制的繁殖只会增加生活的不安全性。游猎或渔业只能保持小

群体的生活，因为山林资源养不活无限扩展的人口。所以若游猎人群扩展，只会导致竞争激烈，互相猎

杀。渔业生活虽然相对定居，却排斥扩展成长为大社会，因为安静无声的环境才有利于渔业。因此，“生

生不息”“子孙满堂”，这绝对不是从猎民或渔民生活中形成的理想与嘉德。此外，因渔猎生活的不稳定

性，为减少风险，在文化中形成很固执的规定和忌讳，祖孙之间做事方式固定不变，少有探索和试验的余

地。这些都影响到渔猎文化实际呈现出传承少变的样子。

而以耕作、畜养为主的定居农业生活，因为产出稳定而有保障，所以促使人们多生育。并且稻作农

业需要治水灌溉，年年建设和修护，都需要人力合作。水稻生产量很高，并不存在保持小群体的必要性，

反而若“子孙满堂”，就可以多开田，多生产。生活安全，食物只是部分地依赖不可靠的大自然，大多为自

己所生产，这就为安稳生活提供了基本的保障。因此，农业文化才可以生生不息，允许人口扩展。

人口增加、技术进展、生活改变等，都是互相促进的过程。彭头山文化人所发明的定居农耕生活，

一方面稳定而给人一种安全感；但在另一方面，则面临不断地增补漏洞和更新进益的必要性。如彭头

山文化早期所发明的技术，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需要更新，才能继续养活人们。但是，由于总体环境

丰富，人们不担忧会饿死，循着需求的产生，不断努力而更新技术。所以，人口增加，村落愈来愈多，而

做事愈来愈精准。

生产食物的社会，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面临技术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技术发展的结果是，

很快就能够养活多于直接参加食物生产的人口。因此不参加食物生产的人们，可以做其他事情。如可

以探索不同的泥土配方，试验高温煅烧的设施；发展烧土和烧砖建筑以及密度高的具有不同功能的陶

器；又在周围继续试探不同的材质，最后发明了金属冶炼①。另外他们还可以进一步研究周围其他动植

物的特点，以驯化其他物种、发展医疗、纺织业或其他生产事业。除此之外，农民们还可以进行聚落规

划，并在此基础上开拓荒地，建设发达有序的聚落等，同时可以出去从事交易。这些都是稳定生活所产

①郭静云等：《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说：从长江中游冶炼遗存直接证据谈起（一）》，《南方文物》2018年第3期；郭静

云等：《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说：从长江中游冶炼遗存直接证据谈起（二）》，《南方文物》2019年第3期。

2024.5

-- 38



生的需求，及其所带来的可能性。

稻作生活可以扩展的空间，基本上是依相同环境的腹地大小来确定。长江中游不仅资源丰富，平

原腹地也大，足以扩展生活空间。长江中游的人们，先扩展到整个洞庭平原之后，自距今6500年起，

逐渐扩展到江汉、汉北等整个长江中游平原；又在距今约6000年以后的大暖期时，扩展到汉淮、黄淮

平原。在这种逐渐扩展区域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不断地促使文化变迁，不断地产生新的需求，发明

更先进的技术，形成更复杂的社会组织的过程。因此，与渔民或猎民社会相比，平原农耕地区的生活

变化得更快。

换言之，不稳定而流动的渔猎生活，在时间和文化方面反而固定不变，即使他们有流动范围，但也基

本上不离开自己熟悉的区域。而稳定的、在地化的农耕生活，在初创时期，其文化在时间中不断地变迁，

在技术能力、社会组织和文化方面不断地创造和创新，并且不断地开拓荒地，以扩展自己的“领土”。猎

民在整个华南山脉流动，使用但却不掌握资源，不改变生态环境。而农民不仅使用山岭之间的平原，而

且掌握其地，试图将其建设为自己的长居家乡，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改变家乡的地理景观：砍树、挖沟、开

田、建筑等。同时，由于长江中游稻作农民文化一脉相承而未中断过，使得这些人不仅掌握广大的空间，

同时也掌握着时间与文化传统。所以，不是那些几千年不变的渔猎文化，在时间变迁的脉络里保留自己

的传统；而是那些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农耕文化，虽不断创新却仍保持着自己的发展主轴，一脉相承而塑

造了大的文化传统，累积了长久的文化记忆。

不过，一方面可以说，在华南地区多样的新石器文化和社会中，基本上只有长江中游平原稻作文化

体系，才不断地传承和创新。虽然稳定，却一直在变；虽然不断地更新，却一脉相承，一代接一代累积丰

富的文化记忆，据此掌握时空。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在华南地区这三种生活方式不停地交流、融合，所以

在文化的记忆和传承中，总是会结合来源不同的文化碎片。这样就形成了历史悠久并广泛传播的南方

中国大文化体系。

结 语

从旧、新石器之交的人类生态龛言之，从长江以南到南海，以及从云贵高原到东海，可以将这一广大

区域视为一个整体。该区域内不同人群和生活方式的来源，最初都源自该区域西部和西南部的猎民群

体。这些原本同源的人群经过数次生活方式的选择和分岔，在三种不同的环境单元内分别形成了三种

不同的新石器文化。

在这三种新石器文化中，下到肥沃平原的人们，创造了新石器聚落和完全定居的生活方式，发明了

稻作农业和众多相关的技术。新石器早期时，有些区域的定居生活方式可能因各种原因而没有成功，基

本上只有洞庭平原（尤其是其西部的澧水平原），才表现出从旧石器猎民生活到新石器农民生活的完整

而成功的转化过程。

不过，当时践行稳定农耕生活的人群并不多。更多的人群基本上没有改变自己原来的生活方式，而

是继续在低山区游猎，并享受新石器时代暖和的世界，以及正变得丰富多样的环境。同时，由于在新环

境中，水资源变得更为丰富，水边及水里有很多旧石器时代罕有的食物，所以在新石器早期游猎人群的

食谱中，有浅水鱼、螺虾、水边鸟以及多样的植物如莲藕、菱角、薏苡等。因此，他们也会做简单的陶器，

用来水煮这些新食物。再进一步，他们吸收平原定居人群创造的新技术，如酿酒、织布、用泥片和陶轮制

陶法、区分不同功能的陶器和磨制石器、建屋等，借鉴其经验和能力。所以，在新石器时代，这些猎人除

了继续原来的狩猎和采集外，为了能在浅水地带捕捞，他们能制造简单的浮水工具，或季节性地采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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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稻，使用陶质的炊器，甚至会酿米酒，但依然还是不从事食物生产，不安排长期稳定的聚落。虽然在一

般情况下，游猎人群不会超出自己所习惯的环境；但在全新世，华南诸山脉是空间广大、资源丰富的自然

舞台，这里既有高耸山峰和大片低山丘陵，还有星罗棋布于其间的低洼平地；山脉每一分支的动植物种

群基本相似，所以渔猎情况也大体相同；并且由于气候暖和，可以在野外过夜，或使用简单易建的棚屋。

所以，这一区域新石器时代的渔猎生活，从南岭的西段开端，逐渐扩展到整个华南，通过山林间的网络而

形成一个文化上的整体。

该区域第三种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乃是南海、东海之滨的滨海海洋文化群。在南岭诸渔猎族群之

间，有些族群因更偏向发展捕捞生活，顺着河流来到海洋而创造了沿海生计，也因此发明很多进步的技

术，包括坚固的大型渔网、可以出海的独木舟、干栏式房屋、航海观星术以及潮汐海流知识等等。

综上，农耕、渔猎、滨海渔业，此乃搭配华南大地三种环境单元的三种新石器生活方式。

在低山、平原及沿海地带这三种空间单元中，平原农耕人群长期定居，不迁移，但却逐渐开拓荒地，

以扩展生态龛。沿海渔民定居在江河入海之处，也不迁移，但逐渐愈来愈远地出海，扩展自己在海洋中

的活动，到达岛群，在有淡水的岛上建立新据点。在低山采集游猎者，反而是在华南诸山脉不停地流动，

季节性迁移，或因某些年份环境不良而迁移。但是总体来说，他们数千年中都不离开自己熟悉的华南低

山网络，较少开拓新的生存空间，也少配合新环境而创造新的生活条件。

换言之，那些虽然滥觞于南岭低山猎民却愿意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人群，无论是平原农民还是海洋

渔民，都有很多创新以践行定居生活方式。其中特别是农民因生活安稳而使人口不断增加，所以不断扩

展定居范围，不断开拓新的生活空间，且依自己的生活需求而不断创新和发明，致使其考古学文化面貌

更新较快。而那些依旧保留游猎生活方式的人群，由于没有大幅度改变自己原本生活方式的动机，所

以，创新和发明也较少。不过，猎人们通过华南山脉的大小猎径，并以其游动的生活方式而扮演着绝佳

文化传播者的角色。通过游猎族群的中介，将各地定居、半定居的人群，都结合到一个跨地域、跨社群的

文化互动网络中，使得整个华南大区域具有共同的文化背景。

就这样，原本同出一源的人群，在出现三种生活方式的分岔之后，又通过以华南诸山脉的大小路径，

以游动的猎民群体为中介，继续交织于分合与交错的关系网络中，共同呈现出同源及多样化的华南文化

体系，使得面貌多样的各种地方文化背后，却都拥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本底色彩。

总体观之，在这一大体系中，长江中游平原区的稻作文化是主角，他们不断创新且稳定传承，一代接

一代累积丰富的文化记忆，是后来中国大传统的最主要来源之一。另外两种文化都从平原稻作文化的

创造中吸收很多营养成分。所以，在华南新石器渔猎和滨海文化中，都包含有源自农耕文化的成分；农

耕文化虽然吸收渔猎和滨海文化比较少，但本身也从游猎文化演变而来的。这三种文化，都包含共同来

源的文化记忆，因此而形成了历史悠久的南方中国大文化体系。

（责任编辑：沈志忠、黎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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